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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中的美术》读后感
刘慧莹
作者简介：
巫鸿，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受聘支持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他的著作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而且富于创见，对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有启发性。
[bookmark: _GoBack]《礼仪中的美术》分上下两册，从不同方位解读了中国古代美术史，同时也涉及很多我未从了解过的东西，读完这本书使我深深地感受了中国古代伟大的艺术史，现写读书后感。
 “纪念碑性”是巫鸿先生在研究阐释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关于礼器的社会功能、宗教政治功能时所采用的一个重要名词。在本文的第一个部分，巫鸿及就此概念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即“纪念碑性”和现代所理解的“纪念碑”在内涵上有着深刻的不同，前者与后者是“内容”和“形式”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索性地将其视为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所具有的重要宗教和政治内涵里的一种核心精神，认为此三者体现“纪念碑性”上具有传承性的关系，这种传承体系伴随着中国物质文化发展中材料、工具的发展，也通过形制、装饰、铭文的发展最终汇成一个可被定义为“礼器”的宏大、完整的艺术传统。
    人们对于“礼器”的传统认识比较局限于器物，诸如商周时期的鼎、钟、盘等重器在一定程度上描画出了“礼器”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形体特征：造型厚重、纹饰华丽、工艺高超、铭文精细，它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政治权利的象征和礼制形态的代表。然而对于在研究分析中，把形状和装饰作为独立的标准进行艺术分析的做法，作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材质的选择作为铸造“礼器”的第一步骤必定具有某种特殊而深刻的作用。从陶器，到玉器，再到青铜器，中国早期的人类产品都不乏精美至极的代表。而在不同材料发生新旧更替的社会阶段，新材料往往由于人类对其了解的缺乏而处于更加耗费人工的境地，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却往往被用于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的制作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政权的形成是社会劳动力发生集中使用的过程，劳动力耗费程度似乎代表着某种权威。当一种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及其耗费劳动力的产品或生产方法被某一个群体或组织单独使用或享有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该群体或组织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而可以推广联想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以来所出现的种种新现象的起源，如农业起源，当古人花费着比狩猎采集所耗费的劳动力更多的劳力进行着植物动物的驯化劳动时，也许正意味着某种权威性的组织正在形成并驱使他们为其劳动。
     把宗庙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作为“礼器”的一种形式进行注重于政治宗教功能的研究，是作者在这个方面研究所出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做出这样的结论，关键在于作者所强调的对“纪念碑性”在“礼器”这个系统所能发挥的政治宗教作用中所居核心地位的深刻理解。但我认为，如果说宗庙是一个完全通过血缘进行维系的宗族结构社会里权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宫殿的出现，似乎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更为客观化的超越血缘而关注地域维系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象征权力中心意义上的举动。作为初始化国家政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宫殿是都城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政权行使阶级统治、对外防御、分工劳动管理等各项职能的中枢机构，这也就是说，宫殿的综合职能要远远比宗庙复杂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和营建，通过统治者阶级在其中进行的商讨、决策、分工，宫殿在象征政权统治力方面的能力要逊色于其作为国家中枢机构的能力。可以说，“纪念碑性”这一作者十分认同的“礼器”精神核心对于宫殿建筑本身而言，在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发展进行考虑时，在功能性方面的解释是有所欠缺的。
    其次，对于墓葬，尤其是两汉时期墓葬的“纪念碑性”，我也抱有不同的想法。作者认为，汉代墓葬是祖先崇拜中心的延续，当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代替大型宗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时，墓葬祭祀成为了各个核心家庭延续宗庙祭祀的形式。作者注意到东汉以降，石制丧葬建筑的出现，它们有别于木构宫室，并似乎与当时发生的佛学东渐有着一定关系。这种解释比较有趣，值得推敲。作者认为，两汉墓葬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因而具有着“纪念碑”式的对于死者和生者的意义，成为社会宗教政治演变的具体化形象化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宗教政治以外的意识形态发展。当分散的核心家庭形成，人们的意识形态，包括事务认知、情感认同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更为强烈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存在于人们接受共同的宗教、政治、道德、规范的过程中。当这种独立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的个性。个性随地域分割、阶层分布、劳动分工而不同，并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那么，在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的丧葬过程中，这样的个性也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当时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社会宗教政治的大趋势，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并展现个性，有待我们的探究。但从个性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墓葬在“纪念碑性”上的传承以及其在“礼器”这个社会权力关系象征体系下的作用，并不就如作者所深信不疑地那样。当我们考虑到人类个性意识发展的时候，墓葬这个为个人所建，为个人所有的空间，也完全应该是个人个性意识的一个表现方式。它既体现着社会宗教政治的大环境，又实实在在包含着个人的文化认同、宗教信仰和审美情操，后者是前者的产物，也是独立于前者之外的体系，同时，后者比前者在实际表现中将更加具体，更易于了解。这也是我认为难以把这样一种个性强烈的表现形式完全纳入“礼器”系统这一包含着“纪念碑性”领域的一个原因。
    通过某种社会宗教政治上的共性来定义“礼器”，并把这个体系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确定它们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作用，进而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来进行古代社会的复原，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论要点。但如何选择这种可以进行归纳的共性，如何根据共性选择合适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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